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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
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重要任务,这是深入贯彻落实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关键内容。 都市

圈通过“中心—外围”结构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释放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

城市能级跃升的核心动力,这将对区域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这种影响对跨边界或不同空间特征城市

是否存在差异? 何种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差异? 以长三角地区都市圈的丰富实践经验,将为越来越多加

入现代化都市圈的城市提供怎样的经验参考? 厘清上述问题,将有助于更深入地分析中国都市圈发展

现状与形成机制,对城市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

先,文章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进行研究,分析了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时空演

变特征,聚焦都市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研究发现,相对于长三角全域,在都市圈范围内的城市经

济发展均衡程度更高,并且都市圈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其次,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构建了城市群层面的产业数据。 为了克服内生性挑战,文章采用份额移动法构造 Bartik 工具变量,
识别了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产业层面溢出效应。 考虑产业关联效应的影响,文章检验了两地

间产业结构相似度的作用,并发现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中心城市的溢出效

应越强。 与此同时,受多个增长极与单一增长极影响的外围城市获得的溢出效应存在差异。 由于受多

增长极影响的外围城市能吸引更多劳动力,因而其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最后,文章还发现都市圈空间溢

出能够突破行政边界,这有助于地方政府协调,进而增强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 为了加速培育和壮大都

市圈,我们应积极发挥中心城市主导的溢出效应,以都市圈一体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同时,还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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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多层级都市圈融合联动发展,深化都市圈合作与分工。 此外,我们还需要创新都市圈城市利益共

享合作机制,积极探索都市圈一体化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打破条块分割,助力消除行政区之间的隐形

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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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对新时代城市

体系建设发展作出重要战略部署。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先后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

的指导意见》和《2022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出“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

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 1 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中

心城市牵头、周边城市协同的都市圈同城化推进机制”,指出都市圈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空间形态,
明确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经之路。

长期以来,学者们积极探索如何通过一体化发展规划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以及溢出效应等空

间相互作用如何打破行政壁垒。 已有文献从城乡、城市群、国家等空间尺度研究了中心城市对外围

城市的溢出效应[1-3] 。 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小于城市群,虽然空间溢出的理论基础相似,但都市圈范

围内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及其作用条件是一个待实证检验的问题。 在区

域发展演变中,都市圈范围内城市间不平衡发展并不罕见[4-5] 。 中国与世界很多地区的非平衡发展

过程说明了中心城市本身的增长很可能以牺牲外围地区的发展为代价[6] ,而积极作用可能需要很

长时间才能显现[7] 。 一方面,从宏观影响来看,都市圈呈现“中心—外围”空间特征,外围城市可能

受到中心城市的“集聚阴影”或负外部性影响,具体表现为中心城市经济、人口规模持续增加,外围

地区逐渐衰落,区域收入差距扩大等现象[8-10] 。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产生

正向空间溢出,促进外围地区人口增加,扩大经济规模,推动区域共同发展[11-13] 。
遗憾的是,目前关于都市圈区域发展机制缺乏梳理论证,从微观企业层面研究空间溢出效应的

经验研究也鲜有涉及。 因此,研究都市圈城市中心城市是否对外围城市产生了溢出效应,如何发挥

中心城市产业层面的溢出效应,为厘清都市圈发展微观机制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对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目前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城市经济活动密集度

最高、区域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上海、杭州等六大都市圈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列,政府合作经

验丰富,经济联系紧密,形成网络化的多极化圈层结构,一直在积极探索都市圈内协同发展模式。
因此,本文尝试将长三角六大都市圈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都市圈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

聚焦都市圈空间溢出与区域共同发展,通过厘清都市圈推动区域发展的机制,检验都市圈城市经济

收敛水平以及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加细致地剖析具备什么样的空间和行业特

征能够促进空间溢出,有助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拓展:一是针对

都市圈促进区域发展进行理论分析,探讨边界效应、空间结构影响空间溢出的理论机制,并对都市

圈的经济收敛和空间溢出进行实证检验,丰富都市圈发展理论与经验。 二是以往文献考察空间溢

出一般使用宏观经济变量和空间计量方法,对微观层面空间溢出关注较少,本文使用微观工业企业

数据构造城市级产业数据和份额移动法构造 Bartik 工具变量对其进行分析,更好克服反向因果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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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检验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工业发展水平影响的因果关系。 三是在城市体系扩张和

网络化发展态势下,关注跨行政边界、多中心城市辐射模式影响下的溢出效应,为空间发展规划设

计和地方政府组织合作提供决策参考。

一、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从 20 世纪末开始,中国城镇化路径进行调整,不再因城市病等可能出现的发展弊端控制城市

规模。 从 1991 年的“八五”规划中“中小城市为主的城镇化、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调整为 1996 年

“九五”规划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为都市圈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中国各省区市积极响应中央

号召,以省会为中心建立城市圈,出台了一些培育大城市圈或都市圈的发展规划,这也是现代化都

市圈的雏形。
都市圈规划从土地、财政、体制等方面着手,探索多行政主体的合作发展和利益共享机制。 一

是飞地共建机制。 由于大城市的土地指标紧张,而小城市需要引入竞争力强的新产业。 在都市圈

的政策框架下,大城市与周边地区达成飞地经济的共同合作开发管理模式,采用跨地区产业园区缓

解核心城市的土地约束,积极寻求与周边地区的产业合作以期获得产业升级和品牌输出,例如南京

都市圈设立宁淮特别合作区,由江北新区负责开发建设、盱眙县负责社会管理;合肥都市圈的淮南

市、合肥市共建新桥科技创新示范区合作区。 二是行政区与示范区合一的管理体制,例如合肥都市

圈搭建一套班子,由省市推动合淮产业走廊和合肥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杭州都市圈通过“一个平

台、一个主体、一套班子、多块牌子”设立杭黄、杭嘉、杭绍三个先行区,分别打造生态旅游、新型城镇

化、临空经济特色同城化建设典范。 三是税收分享机制,例如美国旧金山都市圈提取中心城市的部

分财政基金,支付给外围地区以改善其公共服务质量。 我国都市圈的税收分享机制尚在探索,例如

南京都市圈尝试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等制度和政策,
探索构建都市圈互利共赢的税收分享机制。

(二)理论分析

都市圈是地理相近地区要素市场一体化的空间范围,通过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相互经济作

用产生经济溢出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 Marshall 提出外部性在空间层面的体

现,即企业或产业邻近会产生溢出效应[14]656。 都市圈一体化提供经济活动集聚的基础条件,培育大

城市并积极整合异质性城市,形成的城市间的溢出效应是促进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15-17] 。
因此,本文认为都市圈一体化推进了核心城市的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格局产生影响,具体看,
溢出效应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产业前后关联、多中心圈层结构、政府制度协调。

其一,溢出效应受到产业关联程度的影响。 空间溢出是产业前后关联的外部性的具体表现,受
到两地产业结构和特征的影响。 同质或相近行业通过地理集聚产生专业化外部性、促进经济发展

的作用已经得到经验证据支持。 已有研究以城市群、欧盟为研究对象,运用集聚经济理论和空间计

量实证方法研究行业异质性特征对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18-21] 。 具体来说,空间邻近的同质行业获

取空间外部性更加便利,两地产业结构相似程度越高,溢出效应越强。
其二,溢出效应受到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影响。 多中心空间结构大多数关注地区层面宏观经

济影响,实际上,空间溢出的主体是企业、劳动力等微观主体,其迁移行为最终影响了地区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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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 多中心空间结构促进空间溢出、增强区域均衡发展,相关实证文献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一是

资本流动渠道。 企业作为生产组织的迁移带来的空间溢出促进外围地区工业发展[22-24] 。 二是多中

心结构形成更为便捷和丰富的劳动力流动渠道,提升外围地区人力资本,增强人力资本外部性和学

习效应,推动经济发展[25-26] 。
其三,溢出效应受到政府协调的影响。 以往文献考虑空间溢出时多关注地理邻近性,而忽视了

制度方面的障碍。 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和地方政府保护主义,以行政区边界为壁垒阻碍要素自

由流动,政府间协调能力不足致使地区间溢出效应难以释放或被削弱[27] 。 都市圈发展规划以促进

区域共同发展为目标推动政府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行政边界的影响。 随着都市圈发展进一步

深入,长三角的都市圈以政府联席会议制度等弱化了原本行政边界带来的资源分散、市场分割问

题,促进素充分自由流动,使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不受行政边界制度分割的影响,特别是都市圈中

心城市跨省际边界溢出效应有助于邻省外围城市发展,从而促进都市圈共同发展。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范围及数据来源

考虑到都市圈的发展受到历史、地理、经济、政策和制度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地理区位的都市

圈的成长机制存在差异。 本文中以长三角地区的六大都市圈城市为样本,包括上海大都圈、南京都市

圈、杭州都市圈、苏锡常城市群、宁波都市圈、合肥都市圈。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和《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基本确定六个都市圈的城市组成,但是随着城市化推进,不断有新的城

市加入都市圈范围①。 根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上海都市圈由上海、苏州、无锡、常
州、南通、嘉兴、宁波、舟山、湖州、杭州、绍兴 11 个城市组成;根据《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确定南京都市

圈包括南京、镇江、扬州、淮安、芜湖、马鞍山、滁州、宣城、常州市 9 个城市;《杭州都市圈发展规划

(2020—2035 年)编制大纲》确定杭州都市圈由杭州、湖州、嘉兴、绍兴、衢州、黄山 6 个城市组成;根据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安徽实施方案》确定合肥都市圈由合肥、淮南、蚌埠、马鞍山、桐城、滁州、
铜陵、芜湖、六安 9 个城市组成;《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苏锡常都市圈由苏州、无锡、常州 3
个地级市城市组成,宁波都市圈由宁波、舟山、台州三个地级市城市组成。 依据相关规划,六大都市圈

依次选择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作为中心城市进行分析。
本文检验溢出效应采用的长三角城市级人均 GDP 等综合经济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城市行业面板数据主要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加总得到。 通过筛选工业企业地址所在地区,以 2
位数大类行业代码作为行业划分标准②,关联都市圈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相同产业,最终获得 9

 

092
个时间—城市二位数行业观测值。

(二)研究设计

1. 空间自相关检验

首先检验长三角城市间的空间相关性是否存在,检验都市圈内是否产生了空间依赖关系。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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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16 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与 2019 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确定长三角地区 6 个都市圈的范围存在差异,在
前者基础上后者增加了淮安、衢州、六安、淮南、蚌埠、黄山,减少了盐城、泰州、金华、温州、池州、安庆,考虑到调整后的规划范围更适应实际

的都市圈经济区概念,本文以后者为研究对象。
由于行业分类标准经过数次调整,基于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公布的行业分类(GB / T4754

 

-2002),对企业行业代码进行调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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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采用城市人均 GDP 作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及反交通距离矩阵,使用全局 Moran’ I 指数和散点

图来研究各城市的经济发展空间关联特征,第 i 个城市全局 Moran’
 

I 指数的计算公式如式(1)
所示:

Ii =
n􀰐

n

i = 1
􀰐

n

j = 1
wij xi - x( ) x j - x( )

􀰐
n

i = 1
xi - x( ) 2􀰐

n

i = 1
􀰐

n

j = 1
wij

 (1)

其中, wij 表示空间邻接矩阵, xi 表示第 i 个城市的人均 GDP 取值, x为均值, n为城市个数。 采

用局部 Moran’ I 指数检验第 i 个城市与相邻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程度,第 i 个城市的局部

Moran’
 

I 指数的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

Ii =
n(xi - x)

􀰐
n

i = 1
xi - x( ) 2

􀰐
n

j = 1
ω ij(x j - x) (2)

其中, xi 表示第 i 个城市的人均 GDP 取值, ω ij 是标准化的空间邻接矩阵。
2. 中心城市溢出效应的回归分析

本文将都市圈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两地按行业进行关联,使用工业企业加总的行业面板数据,
研究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工业发展的影响,设定回归基准模型③:

lny_perijkt =β 0 +β 1 lny_coreikt +μ jt +τ kt + ε ikt (3)
其中:i 表示第 i 个都市圈的中心城市,j 表示都市圈的第 j 个外围城市,k 表示二位数代码大类

的行业,t 表示第 t 年, lny_perijkt 代表第 t 年、第 i 个都市圈、第 j 个外围城市的 k 行业工业发展水平

指标对数值, lny_coreikt 是都市圈中心城市—行业—时间工业发展水平指标对数值。 反映工业发展

水平的指标使用按行业加总的工业企业主营业务销售收入、年末从业人数和资产总计。 此外控制

外围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μ jt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τ kt ), ε ikt 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核心是检验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工业发展水平影响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影响行业

发展的产业政策或其他地域性政策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影响会导致回归系数被高估;都市圈中心地

区对外围地区产生溢出效应,外围地区可能也会对都市圈中心产生反向作用,导致系数被低估,故
需要解决内生性问题。 本文中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使用行业×年份交乘项、外围城市×年份交乘项,
克服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例如地区性或产业性政策冲击等因素;二是使用份额移动法构造

Bartik 工具变量,解决反向因果导致潜在的内生性问题[28-30] 。 本文中使用的 2 位数行业的工业发展

水平变量由 3 位数子行业的工业发展水平变量构成,因此存在公式(4)表示的关系,移动份额法构

造的工具变量 y_ivijt 计算方式如公式(5)所示:

y_coreikt = 􀰐
k′∈k

y_coreik′t
 (4)

y_ivikt = 􀰐
k′∈k

y_coreik′t0
× (1 +Gk′t)

 

(5)

其中: t0 表示初始年份即 1998 年, k′ 表示 3 位数行业, k 表示 2 位数行业,对于任意的 k′ ∈ k ,

04

③由于空间邻近矩阵的限制性,只能识别相邻地区间的溢出,无法有效刻画都市圈核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本文不同于

一般空间溢出效应研究采用的空间计量模型方法分析,而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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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个都市圈三位数行业工业发展水平变量 y_coreik′t0
与外生的全国行业增长率 Gk′t 相乘得到 Bartik

工具变量 y_ivijt 。
将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出表 1,可以看出中心城市的工业发展水平变量与外围城市的工

业发展水平变量之间的经济数据存在较大差距,其中外围城市工业收入对数均值为 14. 57,中心城

市工业收入对数均值为 16. 43。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说明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工业收入 外围城市工业收入对数:ln(主营业务销售
收入(千元)) 9

 

092 14. 420
 

55 2. 067
 

231 6. 535
 

232 19. 611
 

15

工业投资 外围城市工业投资对数: ln(资产总计(千
元)) 9

 

091 14. 306
 

33 2. 028
 

255 6. 756
 

932 19. 395
 

76

工业就业 外围城市工业就业对数:ln(年末从业人数
(人)) 9

 

084 8. 595
 

55 1. 754
 

109 1. 945
 

910 13. 372
 

90

收入_c 中心城市工业收入对数:ln(主营业务销售
收入(千元)) 9

 

092 16. 345
 

03 1. 739
 

910 8. 522
 

778 20. 751
 

38

投资_c 中心城市工业投资对数: ln(资产总计(千
元)) 9

 

092 16. 289
 

93 1. 705
 

978 7. 889
 

084 20. 282
 

35

就业_c 中心城市工业就业对数:ln(年末从业人数
(人)) 9

 

092 10. 125
 

72 1. 470
 

748 4. 094
 

345 14. 324
 

98

三、长三角都市圈城市经济发展时空特征

(一)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

以 2001—2013 年城市人均 GDP 水平为样本,使用 Moran’s
 

I 指数和 Moran’s
 

I 散点图分析长三

角全域 41 个城市和都市圈范围 27 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空间相关情况,结果如图 1 所示。 长三角城市

和都市圈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 Moran’s
 

I
 

指数均显著为正,表明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存在显著的空间

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城市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 都市圈全局 Moran’s
 

I 指数呈现波动下

降趋势,从 2001 年的 0. 118
 

1 下降到 2010 年的 0. 087
 

0,2011 年上升至 0. 108
 

5,随后又再次下降到

2013 年的 0. 103
 

7。 长三角全局 Moran’s
 

I 指数呈现相似趋势,从 2001 年的 0. 408
 

5,下降到 2013 年

的 0. 387
 

2。 整体上,都市圈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低于长三角全域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水平,下降

幅度更大,说明都市圈内城市经济发展间的相对差距趋于缩小,经济发展均衡程度变高。
(二)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

图 2 反映都市圈城市空间局部相关性的莫兰散点图④,可以看出,大部分城市分布在一、三象

限,人均 GDP 的局部空间特征呈现显著的高高(HH)型和低低(LL)型两种集聚类型,存在典型俱乐

部式经济收敛。 图 2(a)到(d)的动态变化反映长三角人均 GDP 的空间分布格局随时间演进变化,
2001 年高高型空间显著聚集的城市有上海、南京、无锡,在 2013 年高高显著空间聚集区域减少了绍

兴,增加了宣城成为高低集聚显著区域,说明上海、南京、无锡等都市圈中心城市能够带动周边城市

共同发展。 2001—2013 年低低型空间显著聚集城市主要有六安、蚌埠、淮南,说明合肥都市圈辐射

带动能力较弱。 从这个角度上说明,长三角都市圈的城市抱团式发展、俱乐部式收敛特征明显,但

14

④限于篇幅,如需全部年份莫兰指数和莫兰散点图,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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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挥空间辐射作用受到核心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图 1　 2001—2013 长三角全域和都市圈范围的全局莫兰指数

图 2　 2001、2005、2009、2013 年长三角城市人均 GDP 的莫兰指数和散点图

若不考虑 z 值显著性,从 2001 年到 2013 年的 6 个都市圈城市空间相关性类型变化看(如表 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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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存在四种类型:一是由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成为新的增长极,例如马鞍山市;二是周边

发展水平提高的扬州市;三是周边地区经济增长均放缓,例如台州;四是空间相关关系相对稳定的

城市。 总的来看,都市圈地区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进一步识别都市圈中

心城市带动周边经济发展提供相应证据。
表 2　 2001—2013 年长三角人均 GDP 局部莫兰指数地区分布情况

类型 期初状态 期末状态 城市

类型一:本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LL HL 马鞍山市

类型二:周边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HL HH 扬州市

类型三:周边经济发展水平提不足 HH HL 台州市

类型四:空间相关关系相对稳定

HH 上海市、南京市、无锡市、常州市、苏州市、镇江市、杭
州市、宁波市、嘉兴市、湖州市、绍兴市、舟山市

LH 无

LL 合肥市、芜湖市、蚌埠市、淮南市、黄山市、滁州市、六
安市、

HL 南通市、衢州市、宣城市

四、都市圈中心城市溢出效应

(一)基准回归

为研究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是否存在溢出效应,利用中心城市工业发展水平指标作为

自变量,外围城市工业发展水平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 使用按行业加总的主营业务销售收入

对数、资产总计对数、年末从业人数对数,分别作为收入、投资、就业等产出投入指标反映城市工业

发展水平。 表 3 为基准回归结果,第(1)—(3)列报告 OLS 结果,都市圈中心城市工业收入、工业投

资、工业就业提升对外围城市工业收入、工业投资、工业就业存在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在 1%水平上

显著。 以第(1)列为例,中心城市工业收入水平每提升 1%,外围城市的工业收入会增加 0. 26%,说

明长三角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工业发展具有溢出效应。 为了避免遗漏行业、地区受到其他

政策冲击影响,第(4)—(6)列报告了控制城市×年份、行业×年份的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都市圈中

心城市工业发展水平提升对外围城市工业收入、工业投资、工业就业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控制固定

效应后系数较小说明存在遗漏变量问题,显著性并未发生改变,遗漏变量影响较小。

(二)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处理

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反向因果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通过 Bartik 方法构造工具变量,进

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回归。 如表 4 所示,第(1)—(3)列报告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与 OLS 回归

基本一致,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没有改变,但回归系数出现膨胀,第(4)—(6)列报告第一阶段回归结

果。 以第(1)列工业收入为例,中心城市工业收入水平每提升 1%,外围城市的工业收入会增加

0. 31%,相对 OLS 回归系数发生膨胀,说明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溢出效应被低估,并且不存

在弱工具变量和识别不足的问题,工具变量的使用较为合理。

34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3 期　 　 　

表 3　 都市圈中心城市工业发展溢出效应

变量
(1) (2) (3) (4) (5) (6)

工业收入 工业投资 工业就业 工业收入 工业投资 工业就业

收入_c 0. 258
 

8∗∗∗

(0. 014)
0. 186

 

9∗∗∗

(0. 015)

投资_c 0. 225
 

1∗∗∗

(0. 014)
0. 151

 

5∗∗∗

(0. 016)

就业_c 0. 313
 

4∗∗∗

(0. 014)
0. 225

 

4∗∗∗

(0. 015)

样本量 9
 

092 9
 

092 9
 

085 9
 

085 9
 

085 9
 

078

R2 0. 662 0. 636 0. 651 0. 690 0. 664 0. 686

城市×年份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注:1.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2. 括号内为标准误。 下表同。

表 4　 内生性检验

变量
(4) (5) (6) (4) (5) (6)

工业收入 工业投资 工业就业 收入_c 投资_c 就业_c

收入_c 0. 307
 

5∗∗∗

(0. 030)

投资_c 0. 256
 

7∗∗∗

(0. 032)

就业_c 0. 349
 

6∗∗∗

(0. 031)

收入_iv 0. 557
 

2∗∗∗

(0. 008)

投资_iv 0. 562
 

6∗∗∗

(0. 008)

就业_iv 0. 563
 

9∗∗∗

(0. 009)

CDW
 

F 4
 

568. 156 4
 

684. 386 4
 

066. 764

KPW
 

F 3
 

186. 517 3
 

238. 691 2
 

949. 727

样本量 9
 

085 9
 

085 9
 

078 9
 

086 9
 

086 9
 

086

R2 0. 023 0. 014 0. 034 0. 896 0. 898 0. 885

城市×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 替换解释变量

考虑到企业不同投入产出指标反映城市工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替换城市工业发展投入产出

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选择工业总产值、工业销售产值作为度量工业产出的指标,选择固定资产合

计作为度量工业投入的指标。 如表 5 的 OLS 估计和 IV 估计结果显示,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工业

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与原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基准回归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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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替换变量

变量

(1) (2) (3) (4) (5) (6)

工业总产值 工业销售产值 固定资产 工业总产值 工业销售产值 固定资产

工业总产值_c 0. 209
 

5∗∗∗

(0. 022)
0. 285

 

0∗∗∗

(0. 033)

工业销售产值_c 0. 209
 

4∗∗∗

(0. 022)
0. 279

 

6∗∗∗

(0. 035)

固定资产_c 0. 160
 

1∗∗∗

(0. 021)
0. 312

 

9∗∗∗

(0. 034)
CDW

 

F 2
 

012. 651 2
 

009. 780 1
 

741. 282
KPW

 

F 1
 

843. 799 1
 

845. 693 1
 

660. 416
样本量 6

 

679 6
 

679 6
 

679 6
 

679 6
 

679 6
 

679
R2 0. 775 0. 775 0. 770 0. 057 0. 056 0. 032

城市×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 制造业子样本

由于工业企业样本包括了采矿业、热力、燃气和水生产供应等非制造业行业,这些行业相对于

制造业,更依赖于当地地理资源,因此选择制造业子样本进行回归。 通过表 6
 

OLS 估计和 IV 估计结

果可以看出,制造业子样本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表 6　 制造业子样本

变量
(1) (2) (3) (4) (5) (6)

工业收入 工业投资 工业就业 工业收入 工业投资 工业就业

收入_c 0. 241
 

5∗∗∗

(0. 029)
0. 265

 

4∗∗∗

(0. 064)

投资_c 0. 211
 

6∗∗∗

(0. 031)
0. 226

 

3∗∗∗

(0. 067)

就业_c 0. 330
 

4∗∗∗

(0. 029)
0. 270

 

1∗∗∗

(0. 056)
CDW

 

F 922. 035 1
 

030. 210 1
 

326. 914
KPW

 

F 820. 000 895. 314 1
 

085. 197
样本量 4

 

123 4
 

123 4
 

121 4
 

123 4
 

123 4
 

121
R2 0. 723 0. 708 0. 703 0. 019 0. 012 0. 033

城市×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4. 三位数行业分类

考虑到不同行业溢出效应不同,根据不同行业的细分程度计算的指标可能受到影响,更细分的

行业的影响或许不同。 使用三位数(中类)行业分类标准,替代基准回归中的二位数(大类)行业,构
造城市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 第(1)—(3)列为 OLS 回归结果,并使用四位数

(小类)行业指标构建对应 Bartik 工具变量,得到第(4)—(5)列 2SLS 回归结果⑤。 结果显示,相比

54

⑤第一阶段结果显示该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限于篇幅没有报告,如有需要请联系作者,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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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数行业加总样本,三位数行业加总样本回归系数更小一些,但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符号没有改

变,说明原结果比较稳健。
表 7　 三位数行业分类

变量
(1) (2) (3) (4) (5) (6)

工业收入 工业投资 工业就业 工业收入 工业投资 工业就业

收入_c 0. 167
 

8∗∗∗

(0. 009)
0. 198

 

5∗∗∗

(0. 018)

投资_c 0. 149
 

1∗∗∗

(0. 009)
0. 195

 

2∗∗∗

(0. 018)

就业_c 0. 186
 

6∗∗∗

(0. 009)
0. 229

 

0∗∗∗

(0. 017)
CDW

 

F 7
 

593. 571 7
 

927. 811 8
 

381. 369
KPW

 

F 6
 

182. 854 6
 

387. 958 6
 

658. 507
样本量 25

 

931 25
 

931 25
 

911 25
 

931 25
 

931 25
 

911
R2 0. 592 0. 584 0. 565 0. 014 0. 011 0. 017

城市×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三)中心城市溢出效应的空间分异特征分析

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强弱总体上取决于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区位特征。 本文从外围城市所

处的省份、增长极个数、是否与中心城市同省进行异质性讨论,并且进一步分析其背后可能存在的

原因。
1. 区位与产业关联

考虑到外围城市所处的省份区位不同,受到溢出效应可能存在差异。 按照外围城市所在不同

省份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8 第(1)—(3)列所示。 在浙江省的外围城市在工业收入、工业投资、
工业就业均受到中心城市显著的外溢效应,浙江省的都市圈城市经济发展较为均衡;在江苏省的外

围城市受到显著的工业收入和工业就业溢出,但工业投资溢出效应却不显著;安徽省城市外围城市

虽然都受到正的外溢效应,但是在 10%水平下不显著,说明安徽省外围城市受到的中心城市工业发

展溢出效应影响较小。
在新经济地理理论中,产业结构关联性影响地区经济发展,而我国特色行政区经济加强了地方

政府干预产业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分工。 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关联或相似程度较高意味

着地区之间存在相似的生产基础和条件,能够共享基础设施和合作创新,降低了企业间的生产交易

成本。 由于产业前后关联较高能够有效提升地区间溢出,本文试以产业相似程度⑥衡量产业关联程

度,来解释不同省份受到溢出差异的原因。 表 9 显示,
 

与安徽省的城市相比,
 

江苏省和浙江省外围

城市受到的溢出效应更显著。
 

从产业相似程度看, 位于江苏省与浙江省的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产

⑥产业相似指数 sindijt 使用两地的相同二位数行业工业指标计算: sindijt =
􀰐
N

k = 1
sikt ×sjkt

(􀰐
N

k = 1
sikt2)

1 / 2 × (􀰐
N

k = 1
sjkt

2) 1 / 2

 

。 sjkt 是第 t 年都市圈外围城市 j 的

k 行业工业特征值份额, sikt 是第 t 年都市圈中心城市 i 的 k 行业工业特征值份额,N 为行业总数,分别根据企业的收入、就业和投资构造

产业同构指数,产业同构指数越大,说明都市圈中心城市 i 与外围城市 j 两地的产业结构特征相似程度越高,关联性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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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相似程度越高,获得溢出效应越强。
表 8　 省份异质性

变量
(1) (2) (3)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Panel
 

A.
因变量:工业收入

收入_c 0. 050
 

6∗∗

(0. 020)
0. 072

 

3∗∗

(0. 031)
0. 039

 

3
(0. 026)

样本量 2
 

704 2
 

971 3
 

383
R2 0. 838 0. 682 0. 646

Panel
 

B.
因变量:工业投资

投资_c 0. 038
 

3∗

(0. 020)
0. 082

 

0∗∗∗

(0. 032)
0. 014

 

0
(0. 030)

样本量 2
 

704 2
 

971 3
 

383
R2 0. 808 0. 675 0. 591

Panel
 

C.
因变量:工业就业

就业_c 0. 053
 

3∗∗∗

(0. 018)
0. 114

 

5∗∗∗

(0. 032)
0. 024

 

3
(0. 027)

样本量 2
 

704 2
 

969 3
 

377
R2 0. 861 0. 728 0. 589

城市×年份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表 9　 产业相似度与省份

变量
(1) (2) (3)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Panel
 

A.
因变量:工业收入

收入_c 0. 019
 

9
(0. 024)

0. 080
 

4∗∗∗

(0. 031)
0. 040

 

5
(0. 027)

产业相似×收入_c 0. 042
 

8∗∗

(0. 019)
0. 019

 

2∗

(0. 012)
0. 008

 

5
(0. 017)

样本量 2
 

704 2
 

971 3
 

383

R2 0. 839 0. 682 0. 646

Panel
 

B.
因变量:工业投资

投资_c 0. 000
 

3
(0. 028)

0. 089
 

5∗∗∗

(0. 032)
0. 015

 

1
(0. 030)

产业相似×投资_c 0. 041
 

6∗∗

(0. 020)
0. 021

 

7∗

(0. 013)
-0. 011

 

1
(0. 024)

样本量 2
 

704 2
 

971 3
 

383

R2 0. 808 0. 676 0. 591

Panel
 

C.
因变量:工业就业

就业_c 0. 042
 

8
(0. 031)

0. 116
 

4∗∗∗

(0. 032)
0. 037

 

0
(0. 037)

产业相似×就业_c 0. 010
 

3
(0. 024)

0. 079
 

8∗∗∗

(0. 020)
-0. 024

 

4
(0. 048)

样本量 2
 

704 2
 

969 3
 

377

R2 0. 861 0. 730 0. 589

城市×年份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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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增长极与要素流动

随着城市区域化和网络化趋势的演进,溢出效应的研究越来越关注多中心城市网络的影响。
城市及其内部企业依赖于临近城市和城市网络关系,新兴的网络外部性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传统

集聚外部性,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31] 。 多中心空间结构研究大部集中在城市密集区域,本
文所讨论的多中心特征是指城市受到多个增长极或多个中心城市影响的空间区位特征。

外围城市可能受多个中心城市、增长极的叠加辐射溢出效应影响[23,27] 。 根据是否受到都市圈

多重增长极辐射⑦,设置虚拟变量(多增长极= 1,单一增长极 = 0)与中心城市工业发展水平变量交

乘进行回归。 从表 10 的回归结果看,处于都市圈重叠部分,即多增长极投资、就业交乘项系数在

1%水平显著为正,说明受多个增长极影响的外围城市获得更强的投资、就业的溢出。 本文将上述结

果,即受多增长极影响城市得到更强的溢出效应,定义为增长极异质性。
表 10　 增长极异质性

变量
(1) (2) (3)

工业收入 工业投资 工业就业

收入_c 0. 121
 

8∗∗∗

(0. 019)

多增长极×收入_c 0. 097
 

9∗∗∗

(0. 017)

投资_c 0. 074
 

9∗∗∗

(0. 019)

多增长极×投资_c 0. 119
 

7∗∗∗

(0. 018)

就业_c 0. 177
 

9∗∗∗

(0. 019)

多增长极×就业_c 0. 070
 

0∗∗∗

(0. 018)

样本量 9
 

085 9
 

085 9
 

078

R2 0. 691 0. 666 0. 687

城市×年份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进一步,从人力资本和企业数量两个角度探究为什么越多增长极导致溢出效应越强。 都市圈

中心城市溢出效应通过要素流动影响外围城市的经济发展:一是增加劳动力流动,满足外围城市的

人力资本和劳动力需求[32] 。 都市圈发展规划推动的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一体化使外围地区的可达

性增加,使劳动力流动加快,满足外围城市企业生产需求。 二是吸引投资,通过吸引中心城市企业

将生产部门迁入当地加快经济发展[33] 。 本文中利用年末总人口衡量外围地区劳动力流入情况,使
用工业企业总数代表企业数量,检验都市圈中心城市溢出促进外围城市吸引劳动力要素的经济

效应。
若外围城市处于多个都市圈内,相比其他处于单一都市圈城市受中心城市增长极辐射存在差

异,按照增长极差异分样本进行回归。 如表 11 所示,Panel
 

A 是检验中心城市的工业收入、投资、就

84

⑦长三角六大都市圈受多重增长极影响(重叠部分)城市为:无锡、常州、苏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芜湖、马鞍山、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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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外围地区企业数量的影响作用,列(1)、(2)、(3)受多增长极影响的样本三项工业投入产出指

标的系数显著为正,且交乘项均显著为正,说明受到多个增长极影响促进了要素充分流动。 列(4)、
(5)、(6)受单一增长极影响的样本主效应及其与总企业数的交乘项均显著为正,但是总人口与主效

应显著为负,单一增长极的外围城市能够通过吸引企业入驻,促进资本要素流动,但是劳动力流动

没有对外围地区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积极影响。
表 11　 要素流动与增长极

变量

多增长极 单一增长极

(1) (2) (3) (4) (5) (6)

工业收入 工业投资 工业就业 工业收入 工业投资 工业就业

收入_c 0. 223
 

2∗∗∗

(0. 023)
0. 259

 

3∗∗∗

(0. 037)

总人口×收入_c 0. 000
 

3∗∗∗

(0. 000)
-0. 000

 

1∗

(0. 000)

总企业数×收入_c 0. 000
 

1∗∗∗

(0. 000)
0. 000

 

1∗∗∗

(0. 000)

投资_c 0. 277
 

7∗∗∗

(0. 024)
0. 227

 

9∗∗∗

(0. 039)

总人口×投资_c 0. 000
 

1∗∗∗

(0. 000)
-0. 000

 

1∗

(0. 000)

总企业数×投资_c 0. 000
 

1∗∗∗

(0. 000)
0. 000

 

1∗∗∗

(0. 000)

就业_c 0. 285
 

3∗∗∗

(0. 024)
0. 300

 

4∗∗∗

(0. 038)

总人口×就业_c 0. 000
 

3∗∗∗

(0. 000)
-0. 000

 

1
(0. 000)

总企业数×就业_c 0. 000
 

1∗∗∗

(0. 000)
0. 000

 

2∗∗∗

(0. 000)

样本量 5
 

544 5
 

544 5
 

544 3
 

530 3
 

530 3
 

530

R2 0. 709 0. 686 0. 717 0. 710 0. 666 0. 684

城市×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 边界与政府协调

都市圈是根据实际经济关联确定的空间范围,与行政区范围的确定存在差异,因此都市圈可包

括不同行政区(省份)城市。 但也由于省际行政边界的存在,导致部分外围城市受跨省中心城市溢

出效应可能与本省的中心城市存在差异。 都市圈是否能够通过政府协调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突破

制度分割,对行政边界外产生溢出效应,是需要检验的问题。
本文根据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是否处于一个省份,将外围城市分为跨省和同省,通过设置虚拟

变量(存在省边界= 1,同省= 0) ⑧,分别与中心城市工业发展水平指标交乘进行分析。 表 12 显示,

94

⑧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不同省(跨省)包括:无锡、常州、南通、绍兴、宁波、嘉兴、湖州、舟山、芜湖、马鞍山、滁州、宣城、黄山。 中心城市空

间溢出受到省际市场分割影响的城市包括(括号内为跨省增长极):南通(上海)、嘉兴(上海)、无锡(上海)、湖州(上海)、常州(上海)、
舟山(上海)、宣城(南京)、滁州(南京)、马鞍山(南京)、黄山(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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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展指标与跨省交乘项均不显著,说明边界效应在都市圈中心城市的溢出作用没有显著的负

向作用,即都市圈的跨省中心城市和本省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溢出不存在显著差异,结合工业收

入、工业投资、工业就业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外围城市均受到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能够一定程度

抵消省际边界的影响,为都市圈中心城市带动圈内城市经济共同发展提供经验支持。
表 12　 行政边界

变量
(1) (2) (3)

工业收入 工业投资 工业就业

收入_c 0. 248
 

3∗∗∗

(0. 022)

边界×收入_c 0. 022
 

6
(0. 019)

投资_c 0. 203
 

6∗∗∗

(0. 022)

边界×投资_c 0. 022
 

9
(0. 020)

就业_c 0. 293
 

4∗∗∗

(0. 022)

边界×就业_c 0. 022
 

9
(0. 019)

样本量 9
 

076 9
 

076 9
 

076

R2 0. 692 0. 667 0. 689

城市×年份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由于边界的存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导致市场分割,两地之间的制度摩擦成本也一定程度反

应在商品价格差异上[34-37] 。 因此,本文中使用市场分割指数所反映的交易成本高低表征政府协调

程度⑨,进一步探索都市圈是否是通过政府合作使得溢出效应抵消了边界效应。 表 13 第(1)—(2)

列为存在边界的样本结果显示,回归省际市场分割指数与收入、投资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负,溢出

效应对于跨省投资和收入分割改善有限。 但第(3)列显示市场分割指数与就业交乘项的系数不显

著, 说明都市圈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行政边界导致的劳动力省际就业市场

分割,类似于第(4)—(6)列中没有边界样本的回归结果,交互项系数不显著。 结合表 12 的结果,行

⑨使用商 品 零 售 价 格 指 数 计 算 价 格 波 动, 得 到 省 际 市 场 分 割 指 数 Segijt 。 首 先, 计 算
 

ΔQl
ijt = ln

Pl
it

Pl
jt

( ) - ln
Pl

it-1

Pl
jt-1

( ) =

ln
Pl
it

Pl
it-1

( ) - ln
Pl

jt

Pl
jt-1

( ) , Pl
it 是 i 地 t 期商品 l 类的价格, ΔQl

ijt 是 i 地和 j 地的关于 l 类商品零售相对价格的一阶差分。 其次,采用去

均值法消除商品种类固定效应 al 带来的不可加性,排除商品类别层面异质性相关的价格波动 ( al - al ) ,得到仅与地方差异或其

他随机因 素 相 关 市 场 分 割 ε l
ijt - ε l

ijt , 加 总 每 个 城 市 对 所 有 商 品 类 别 的 价 格 波 动 qlijt 并 计 算 其 方 差 Var qlijt( ) =

Var ΔQl
ijt - ΔQl

t( ) = Var al - al( ) + ε l
ijt - ε l

ijt( )( ) = Var ε l
ijt - ε l

ijt( ) 。 最后,再逐年对每地区求价格方差均值

Var(qijt) ,得到市场分割指数 Segijt = 1
J 􀰐

L

l = 1
Var(qlij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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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边界不显著影响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说明跨边界的中心城市影响能够一定程度抵消市场分割

带来负向影响,促进外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也间接验证了都市圈可以通过增强地方政府协调,打破

行政区分割,促进核心城市对外围地区产生溢出效应,帮助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表 13　 边界与政府协调

变量

有边界 无边界

(1) (2) (3) (4) (5) (6)

工业收入 工业投资 工业就业 工业收入 工业投资 工业就业

收入_c 0. 284
 

3∗∗∗

(0. 021)
0. 180

 

4∗∗∗

(0. 029)

省市场分割×收入_c -7. 569
 

6∗∗∗

(2. 641)
-5. 824

 

6
(4. 758)

投资_c 0. 267
 

7∗∗∗

(0. 022)
0. 121

 

7∗∗∗

(0. 030)

省市场分割×投资_c -7. 622
 

6∗∗∗

(2. 640)
-7. 950

 

6
(4. 891)

就业_c 0. 317
 

8∗∗∗

(0. 021)
0. 241

 

2∗∗∗

(0. 028)

省市场分割×就业_c -3. 703
 

5
(2. 558)

-4. 952
 

8
(4. 766)

样本量 5
 

543 5
 

543 5
 

543 3
 

524 3
 

524 3
 

524
R2 0. 709 0. 692 0. 721 0. 715 0. 681 0. 700

城市×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五、结论与建议

新时期发展壮大都市圈是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的重要战略,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促进

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都市圈建设呈现较快发展态势,研究都市圈中心城市主导的溢出

效应的理论与机制,对于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培育区域竞争新优势,增强区域平衡性具有非常重要

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使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六大都市圈的经济增长进行分析。 结

果表明,相对于其他城市,都市圈范围内的区域平衡性更强。 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是基于工业企业

构造城市产业数据,并以工具变量回归克服内生性问题,检验都市圈中心城市溢出效应,分析溢出

效应的行业与空间特征,增加都市圈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微观基础性证据。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长三角城市经济发展存在俱乐部式收敛,都市圈范围内城市经济发展均衡

程度更高。 从工业发展角度来看,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存在显著溢出效应;浙江省的都市圈

外围城市受到的溢出效应最强,发展更均衡;安徽省的外围城市受到的溢出效应最弱。 从产业关联

角度来看,江苏省与浙江省的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产业相似程度越高,获得溢出效应越强。 受多个

增长极与单一增长极影响存在差异,多增长极能吸引更多劳动力流动,从而促进外围城市发展。 都

市圈中心城市空间溢出效应,不受行政边界的影响,能够通过促进政府合作降低制度摩擦,改善市

场分割,促进都市圈范围内区域均衡化发展。
根据上述分析结论,本文对都市圈发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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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积极发挥大城市主导的溢出效应,以都市圈一体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本文研究表明,
在经济发展良好的长三角地区,都市圈已经呈现出中心城市打破行政分割带动外围城市共同发展

的情况,说明都市圈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在区域均衡化和一体化发展中存在重要影响。 考虑到在

中国历史地理和体制背景下,全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建设统一大市场存在较大挑战,以都市圈一

体化推动地区经济均衡化发展和初步建立区域性的统一市场的尝试,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和构建

统一市场的重要突破口。 本文结论显示,都市圈既促进了企业和劳动力在城市间迁移,也增强了核

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 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劳动力流动和企业迁移制度保障,发挥都市圈规模

经济和集聚效应,使外围城市更好地承接中心城市发展的强溢出。
第二,支持多中心多层级都市圈融合联动发展,深化都市圈合作与分工。 本文结论提到在人口

密度和经济活动密度较高的长三角等地区,由都市圈核心城市形成不同规模层级城市网络,以多个

点扩散及面的扩散带动整体发展。 因此,巩固核心城市的主导地位,加快都市圈核心城市与外围城

市等不同城市的产业和功能分工合作,推进都市圈合理布局多中心空间结构,充分支撑多圈层多极

化共同发展。 健全完善都市圈区域产业体系,积极共建产业示范区和产业园,引导外围城市找准自

身定位和产业发展环节,鼓励与中心城市形成合理化分工的产业链关系。 深入领会都市圈中心城

市的发展规律,综合要素禀赋、经济基础和产业发展水平,合理布局都市圈中心—外围结构,减少政

策托举增长极的现象。
第三,创新都市圈城市利益共享合作机制,有效破除行政边界壁垒。 从本文结论出发,都市圈

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国内行政壁垒对溢出效应的负向影响。 因此,在政府与市场的双重驱

动下,积极探索都市圈一体化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打破条块分割,助力消除行政区之间的隐形障碍。
合理规划培育都市圈,利用都市圈实现地区间合作协同,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有效扩张城镇化连片

范围,建设区域性的统一市场。 同时,谨防都市圈蔓延分散化,准确认识都市圈规划的空间尺度与

市场范围的客观发展规律,正确匹配满足相应需求的基础公共服务规模,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无

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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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Outline
 

of
 

14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Long-Range
 

Objectives
 

through
 

the
 

Year
 

2035 
 

the
 

important
 

task
 

of
 

􀆵leveraging
 

the
 

driving
 

role
 

of
 

central
 

cities
 

and
 

urban
 

agglomerations
 

to
 

build
 

modern
 

metropolitan
 

areas 
 

is
 

clearly
 

proposed 
 

which
 

is
 

a
 

key
 

content
 

for
 

deepe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Metropolitan
 

areas 
 

characterized
 

by
 

their
 

􀆵core-
periphery 

 

structure 
 

facilitate
 

the
 

free
 

flow
 

of
 

resources 
 

unleash
 

market
 

dynamism
 

and
 

social
 

creativity 
 

emerging
 

as
 

the
 

key
 

drivers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
 

renewal.
 

What
 

repercussions
 

will
 

this
 

yield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Are
 

there
 

discrepancies
 

in
 

its
 

effects
 

on
 

cities
 

with
 

cross-boundary
 

or
 

diverse
 

spatial
 

attributes 
 

What
 

underlies
 

these
 

disparities 
 

Furthermore 
 

what
 

experiential
 

insights
 

will
 

the
 

rich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offer
 

to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ities
 

embracing
 

modern
 

metropolitan
 

paradigms 
 

Addressing
 

these
 

queries
 

will
 

contribute
 

to
 

a
 

deeper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China 􀆶 s
 

ur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holding
 

significan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olicy
 

formulation
 

concerning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Firstly 
 

this
 

paper
 

adopts
 

a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to
 

study
 

the
 

data
 

from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ese
 

cities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focuses
 

on
 

the
 

role
 

of
 

metropolitan
 

area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inds
 

that
 

compared
 

to
 

the
 

entir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is
 

more
 

balanced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pillover
 

effect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
 

Second 
 

this
 

paper
 

constructs
 

industry
 

data
 

at
 

the
 

city
 

pair
 

level
 

based
 

on
 

the
 

China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In
 

order
 

to
 

overcome
 

endogeneity
 

challenges 
 

this
 

paper
 

uses
 

the
 

share
 

shifting
 

method
 

to
 

construct
 

Bartik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identified
 

the
 

industry
 

level
 

spillover
 

effects
 

of
 

the
 

core
 

city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
 

on
 

the
 

peripheral
 

cities.
 

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correlation
 

effects 
 

the
 

authors
 

examine
 

the
 

rol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similarity
 

among
 

the
 

cities
 

and
 

find
 

that
 

the
 

higher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core
 

city
 

and
 

peripheral
 

cities 
 

the
 

stronger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central
 

city.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spillover
 

effects
 

obtained
 

by
 

peripheral
 

cities
 

affected
 

by
 

multiple
 

growth
 

poles
 

and
 

a
 

single
 

growth
 

pole.
 

Peripheral
 

citie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growth
 

poles
 

attracted
 

more
 

labor 
 

leading
 

to
 

stronger
 

spillover
 

effect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finds
 

that
 

spatial
 

spillover
 

of
 

metropolitan
 

area
 

can
 

break
 

through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which
 

helps
 

local
 

governments
 

coordinate
 

and
 

thereby
 

enhance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core
 

cities.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metropolitan
 

areas 
 

we
 

should
 

actively
 

leverage
 

the
 

spillover
 

effects
 

driven
 

by
 

core
 

cities
 

and
 

promot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metropolitan
 

area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support
 

the
 

integrated
 

and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multi-center 
 

multi-level
 

metropolitan
 

areas 
 

and
 

deepen
 

cooper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metropolitan
 

areas.
 

Furthermore 
 

we
 

need
 

to
 

innovate
 

the
 

mechanisms
 

for
 

sharing
 

the
 

benefits
 

of
 

metropolitan
 

areas
 

among
 

cities 
 

actively
 

explore
 

institutional
 

and
 

system
 

innovations
 

for
 

metropolitan
 

area
 

integration 
 

focus
 

on
 

breaking
 

down
 

the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and
 

eliminate
 

invisible
 

obstacles
 

between
 

administrative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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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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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periphery 
 

spil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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